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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 2011—2021 年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构建省际数字经济网络,分析数字经济网络特

征,探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网络地位对空间碳排放的影响。 研究发现:①中国数字经济网络发展迅速,广东、江

苏、山东等东部省份处于网络中心地位,呈中心向周边地区再向边缘地区扩散的特点。 ②数字经济网络能显著影响碳排放,
当地数字经济网络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而数字经济网络地位越低越不利于降低碳排放。 ③经济发展和能源

强度是数字经济网络作用于碳排放的重要间接渠道。 相关政策制定需重视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异,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外溢

和资源配置等措施,发挥数字经济网络效应,实现数字经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有效促进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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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控制碳排放,2020 年 9 月中国政府提出“双碳”目标,并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

设整体布局。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以数字经济加快生产生活方

式绿色化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资源更加合理配置和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

途径[1] 。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2) 》 ,中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由

2016 年的 22. 6 万亿元上升到 2022 年的 50. 2 万亿元,累计增长 1. 22 倍,发展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这

种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载体,以数据资源作为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产生重要

影响,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模式,有助于降低碳排放,推动“ 双碳” 目标的

实现。
数字经济具备明显网络性特征。 已有文献论证了数字经济网络对加快要素流动、技术溢出和产业结构

优化的积极作用[2-4] 。 数字经济网络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经济联系的时空局限性,推动经济活动在空间与地

理上的集中化,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5] 。 一方面,数字经济网络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

术,突破过往生产过程的地域局限性,降低资源投入和减少浪费,强化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溢出效应,进
而促进碳减排。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网络增强了中心地区对周边地区影响力,放大地区间竞争效应,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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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外围结构更为凸显,发达地区利用竞争优势实现碳减排区域间转移[6] 。 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存

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和马太效应[7] 。
因此,研究数字经济网络如何影响空间碳排放及其作用机制,将有助于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和优化中

国数字发展战略。 本文使用 2011—2021 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分析中国省际数字经济

网络特征,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探索数字经济网络对中国省际空间碳排放的减排效应和作用机制,为推进数

字经济发展和实现碳减排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如下:一是从数字经济网络视角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

据。 相比于以往文献主要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其对碳排放影响,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网络,并将网络

发展程度纳入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分析框架中。 二是考虑数字经济网络有向性,从网络地位视角出发阐释

网络地位差异性对数字经济碳减排作用的影响,为理解数字经济网络发展与碳排放的联系提供了直接的经

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网络

科学评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网络构建,进一步影响如何客观衡量数字经济对碳排

放影响和相关政策准确制定。 现有研究从数字产业产值视角出发,构建数字经济综合性评价体系。 例如,
许宪春和张美慧[8]在提炼数字经济的内涵、形成要素和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基础上,测算了 2007—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与总产出等指标。 Dong 等[9]基于国家数字竞争力、数字经济创新环境和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三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度了 60 个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杨航

英和强永昌[10]从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用户等三个维度指标合成城市数字经济指数。 也有学者基于投

入产出表测算数字经济规模和数字化程度。 例如,陈梦根和张鑫[11]基于投入产出序列表建立数字经济规模

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框架,发现了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 11. 24%。 马丹等[12] 利用投入产

出表测算了中国 2012 年和 2017 年各部门投入的数字化程度。
数字经济网络不断拓展和延伸,推动了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模式的重大变革。 推动生产要素的空间流

动,突破了传统生产边界,能有效削弱经济发展的时空约束,加强区域间经济联动[13] 。 李磊和袁世昌[14] 发

现数字经济网络产生的区域联动效应和关联溢出效应对提升经济增长水平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徐妍和张

玉冰[15]认为处于数字经济空间传导路径交汇处的城市更能凭借数字经济网络进一步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
合理配置资源、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

(二)数字经济对空间碳排放影响研究

当前有关数字经济网络对空间碳排放影响研究较少,但有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的研

究可为本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通过建设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和 5G 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产

业集群和数字产业链,能有效减少资源错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 数字

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稳定就业

和拉动收入水平等的重要驱动因素[16-20] 。 研究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提升

碳排放效率,同时具有很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该结论在国家、省级和城市层面均成立[9,21-22] 。 Yi 等[23] 基

于 2011—2019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

通过能源结构的转变间接影响碳减排。 Liu 等[24] 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发现其

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董昕和张朝辉[25] 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碳

排放效率,趋于分散或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也有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并且城市的多中心结构有助于

数字经济发挥其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 部分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的非线性

关系。 冯兰刚等[1]使用门槛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先强后弱的非线性作用。 李治国和王杰[5] 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碳排放具有“先促增、后抑制”的倒 U 型效应,同时对周边地区具有“先促增、后抑制”
的 U 型效应。

16

赖小东等:
 

中国数字经济网络发展与“绿色中国”建设



综合来看,当前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研究热点集中在探讨二者非线性关系和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 尽管

研究普遍认为碳排放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但学者对于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的结论有意见,
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或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等三种观点。 进一步的,尽管已有

研究关注了数字经济网络特征,但有关数字经济网络特征对碳排放的影响关系研究缺乏。 Zhong 等[6] 基于

数字经济的网络中心性特征,探讨了网络中心性对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关系的调节效应,但忽略了数字经济

网络的方向性。
针对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充分考虑数字经济网络特征,研究其对区域空间碳排放的影响:首先,构建合

理指标体系用以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构建省级数字经济网络,分析数字经济网络发展的总体特

征,厘清区域间数字经济的关联性和差异化网络地位;最后,将数字经济网络纳入空间碳排放影响研究,从
数字经济网络发展程度和网络地位出发,检验数字经济网络对空间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为数字

经济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的实践支撑和政策启示。

三、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是,数字经济网络发展助力知识外溢,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构建资源互联互通渠道,助力降低碳排

放[26] 。 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依托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发展新型经济模式。 根据梅特卡夫定律,用户数

量越多网络价值越大,即随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地区间数字经济关联程度加深,数字经济网络价值

快速增长,带来正向外部效应。 数字经济网络发展加强地区间的联系,提高信息获取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

了资源配置优化和生产过程精细化,放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进一步降低

碳排放[15] 。
二是,在数字经济网络中,由于各省份处于网络的位置不同,从而具有不同的网络发展程度。 省份在网

络中的连接数越多,网络发展程度越高,省份越处于网络中心位置,越能通过资源流动、技术共享促进碳减

排,出现数字经济集聚现象。 数字经济网络的中心省份往往是那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在数字

经济相关要素禀赋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数字经济集聚使得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区域内集

中不断发展壮大,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 ,进而更大程度地降低空间碳排放。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当地数字经济网络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降低空间碳排放(H1)。
数字经济网络中存在两种关系,溢出关系和接收关系。 溢出关系多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周

边地区数字经济具有辐射作用,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 这些省份利用其数字经济网络溢出效应,打破传统

生产时空局限性,推动加强产业经济区域间的关联性[13] ,利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先进技术外溢及数字技术

边际低成本特性,带来减排效应溢出。 接收关系多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处于网络中的边缘地位。
数字经济强外溢性加剧了经济集聚效应,中心-外围结构更为明显,外围地区竞争力进一步弱化,承接中心地

区碳排转移,区域间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存在竞争效应。 数字经济网络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区位差异

导致省份之间的产业转移,中心省份可以不断地从边缘省份获取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通过优化产业结构,
将被取代的产业转移到边缘省份,导致边缘地区碳减排效应弱于中心省份[6]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当地数字经济网络地位越低越不利于降低空间碳排放(H2)。
已有研究论证数字经济通过经济集聚、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作用渠道间接影响碳排

放[27-30]综合来看,其中重要的两个间接影响渠道分别是数字经济网络的经济发展机制和能源强度机制。
①经济发展机制。 数字经济作为重要的经济形态,自身直接具有刺激经济作用。 一方面,数字经济网络助

力其他产业发展,提高其生产效率,降低其生产成本,带来生产端的碳减排;另一方面,投入-产出共同作用下

提升生产部门收益,进而带动产业规模扩张,扩大能源需求,碳排放总量亦随之增加。 ②能源强度机制。 首

先,数字经济网络整合信息资源,降低企业搜寻成本,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其次,数字经济网络发展提高企业

收益,激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最后,数字经济网络下资源共享,技术外溢,降低技术门槛。 三者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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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网络对碳排放影响机制理论框架

提升区域整体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推动产业高级化、生
产集约化,降低整体能源强度,进而降低空间碳排放。 但

同时,技术进步带来的扩张效应可能导致“能源回弹”。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数字经济网络通过影响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间接影

响空间碳排放(H3)。
数字经济网络对碳排放影响机制理论框架如图 1 所

示,其中入度表示省份在网络中的接收关系,出度表示省

份在网络中的溢出关系。 “出度+入度”表示省份在网络

中的总关系数,反映网络发展程度,“入度-出度”表示省

份在网络中的净入度,反映省份的网络地位。

四、方法与数据

(一)模型方法

1.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最早基于图论发展起来的定量分析方法,用于研究网络社会关系,后被引入经济学研

究[31-32] 。 本文将各个省份抽象为网络节点,省份间数字经济引力强度为网络连接,构建起省际数字经济网

络,研究总体网络特征及节点网络地位,分析数字经济网络发展程度及各节点在网络中地位和作用。 社会

网络分析主要分析方法和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社会网络分析主要分析方法和指标

网络特征 指标 指标描述

总体网络特征

网络亲和度 所有实际网络连接的总和,用 M 表示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 D= M

N(N-1)
,其中 D 为网络密度,N 为网络中节点数量。 密度越高,省际天然气消费关系越

密切

平均距离 平均距离 Dc =
∑
c

i = 1
Mi

Nc
,其中 Dc 为平均距离, Nc 为网络中直接或间接相连的节点数, Mi 为节点 i 到达

可连接点的最多路径之和,反映节点关联作用的传递效率

网络等级度
网络等级度 H = 1 - K

MAX(K)
,其中 H 是层次结构, K 为网络中对称可达点的组数, MAX(K) 为网络

中最大可能可达点的组数。 网络等级度越高刚性越强

中心度

程度中心度
程度中心度De = L

N(N - 1) - 1
,其中 De为程度中心度, L为与省份直接相关的省份数量。 程度中心

度越高,省份与网络中其他省份的联系越多,越有可能成为网络的中心

中间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Cb = ∑

n

j
∑
n

k
b jk( i),j ≠ k ≠ i,j < k ,其中 Cb 为中间中心度,b jk( i) 为节点 i 控制节点 j和 k

之间连接的能力。 中间中心度越高的省份对其他省份间数字经济交互的影响越强

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C -1

c = ∑
n

j = 1
dij ,其中 C -1

c 为接近中心度, dij 为节点 i和 j之间的距离。 接近中心度反映了整

个网络中每个节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

块模型

净收益块 该块从其他块接收到的关系比它向其他块发送的关系要多

净溢出块 该块向其他块发送关系比它从其他块接收关系更多

双向溢出块 该块的成员同时发送和接收来自其他块的关系,并且块内成员的关系相对较多

经纪人块 该块发送和接收来自其他块的关系,并且它与其他块成员有更多的关系

　 注:方法和指标参照刘军的《整体网分析讲义:UCINET 软件实用指南》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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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份间数字经济引力强度使用引力模型测量。 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Tinbergen 最早提出引

力模型,并用于研究国际贸易不对称问题。 此后,引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区域经济、跨国投资等各个研

究领域,是用于测算空间经济关联的常用方法[33] 。 本文使用引力模型衡量区域数字经济关联强度。 省份间数字

经济间同时存在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数字经济网络与省份发展程度高度相关,且呈现非对称的特点。 借鉴金灿

阳等[34]的方法,本文分别构建 2011—2021 年省份间数字经济引力矩阵。 引力强度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G ij = k
deidej
d2
ij

,
 

k =
dej

dei + dej
 (1)

其中: G ij 省份 i 对省份 j 的数字经济引力强度; k 为修正引力常量; dei 和 dej 分别为省份 i 和省份 j 的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 dij 为省份 i和省份 j之间省会城市距离。 为消除网络中弱相关关系影响,以 2011—2021 年数字

经济引力强度均值为阈值,对引力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引力强度大于均值记为 1,小于均值记为 0。
2. 空间计量模型

为验证假设 H1、假设 H2,本文构建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ccit = α0 + α1Wccit + α2degit + α3Wdegit + α4X + α5WX + ui + vt + εit  (2)
ccit = α0 + α1Wccit + α2nsit + α3Wnsit + α4X + α5WX + ui + vt + εit

 (3)
其中: ccit 为省份 i 在 t 年的碳排放强度; Wccit 为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滞后项; degit 和 nsit 分别为数字经济网络

发展程度和网络地位; Wdegit 和 Wnsit 为其空间滞后项; X 和 WX 为控制变量及其空间滞后; W 为空间权重矩

阵;控制变量包括人口规模、就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及金融发展水平; α0 ~ α5 为待估

参数; ui 为个体固定效应; v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经济引力

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经济引力权重矩阵元素表示两省份平均经济引力。 经

济距离权重矩阵表示两省份 GDP 均值差的绝对值倒数。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表示两省份省会最近距离倒数。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网络对碳排放间接效应,分别研究经济发展机制和能源强度机制的间接传导机

制,模型形式如下:
medit = δ0 + δ1Wmedit + δ2degit + δ3Wdegit + δ4X + δ5WX + ui + vt + εit

 (4)
medit = δ0 + δ1Wmedit + δ2nsit + δ3Wnsit + δ4X + δ5WX + ui + vt + εit

 (5)
其中: medit 为机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 δ0 ~ δ5 为待估参数。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强度(cc)。 实现“双碳”目标要求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实现减排目标,其关键在于降低碳排

放强度。 本文使用碳排放强度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指标,使用省级碳排放量与 GDP 的比重进行衡量。 其中,
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 CEADs(Carbon

 

Emission
 

Account
 

and
 

Datasets)数据库(即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36-39] 。
2. 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庞瑞芝等[40] 、汪晓文等[41] ,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应用程度、发展程度三个方面出发,结合熵

权法和 Topsis 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合理测度数字经济实际发展水平(de)。 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数字经济网络入程度中心度和出程度中心度(以下简称“入度”和“出

度”)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而得,计算方式如表 1 所示。 其中,入度表示省份在网络中的接收关系,出
度表示省份在网络中的溢出关系。 出度和入度均较高的省份是网络中联系最多的省份,处于网络中心地

位;拥有较高出度的省份在网络中处于优势地位,入度较高的省份在网络中处于劣势地位,入度出度均较低

的省份是网络中边缘地位。
数字经济网络发展程度(deg):使用省份总关系数表示,即入度和出度之和。 网络关系数越多说明省份

网络发展程度越高。 数字经济网络地位(ns):使用省份净入度表示,即入度和出度之差。 该指标为负向指

标,净入度越高,说明省份主要为接收关系,省份在网络中地位越低。
3. 控制变量

参照张争妍和李豫新[21]的做法,并引入政策因素,从人口、经济、技术和政策 4 个角度出发引入相关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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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 人口因素用人口规模和就业结构衡量:人口规模(pop)使用年末人口数表示;就业结构( es)使用非

农就业人口占比表示。 经济因素用人均 GDP、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衡量:人均 GDP
(pgdp)使用实际 GDP 与年末人口比值表示;产业结构( str)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表

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fin)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余额与 GDP 的比值表示[42] 。 技术因素用能源强度衡量:能源强度(ei)使用单位 GDP 能耗表示。 政策因素
使用环境规制衡量:环境规制(er)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 GDP 比重表示[43] 。

表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及单位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数字经济应用程度

数字经济发展程度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光缆线路长度(千米)
移动电话基站(万个)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每百人)

快递业务收入(万元)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
软件产品收入(亿元)

4.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了 30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

区)2011—2021 年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数字经济网络相关指标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计算得到,其余

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年鉴和 CNRDS 数据库。 货币指标以 2011 年为基期按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进行平减,部分缺失值使用线性趋势插值法补充。 为减少异方差,降低数据离

散程度,除解释变量外,其他所有变量均加一取自然对数处理。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字经济网络分析

1. 整体网络特征

基于引力模型的数字经济网络及其总体特征分别如图 2 和表 3 所示。 2011—2021 年数字经济网络快

速发展,网络中的连接数(网络亲和度)除 2021 年有所下降外均保持上升趋势,由 2011 年 108 条上升到

2021 年 204 条,对应网络密度从 2011 年 0. 124 上升到 2021 年 0. 234。 网络中最大可能的连接数为 930 条,
2021 年仅存在 23. 4%的连接数。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整体网络发展仍然不够充分,特别是新疆、宁夏、云南等

图 2　 2011 年、2021 年数字经济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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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年份数字经济网络总体特征

数字经济网络指标 2011 年 2014 年 2017 年 2020 年 2021 年

网络亲和度 108 147 168 210 204
网络密度 0. 124 0. 169 0. 193 0. 241 0. 234
平均距离 2. 493 2. 391 2. 307 2. 044 2. 132

网络等级度 0. 222 0. 217 0. 316 0. 202 0. 202

西部省份长期处于网络中的边缘位置,网络连接数少。 其中,新疆、宁夏在 2021 年仍处于网络中的孤立位

置,说明其数字经济发展滞缓,并且没有享受到数字经济网络的正向外部性。 网络中平均距离由 2011 年

2. 493 缓慢下降到 2. 132,说明网络连通性不够强,只在少部分区域间发展迅速,边缘地区参与度仍然不高。
另一方面,网络等级度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网络等级度是网络对称关系的指标,网络等级度越

高说明网络主要为单向溢出,反之说明网络节点间大多为双向溢出关系。 网络等级度的短期波动,反映了

数字经济发展由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扩散,进而向边缘地区扩散的趋势。
2. 节点中心度分析

2021 年省份间数字经济网络节点中心度相关指标如表 4 所示。 广东、江苏、山东等中东部地区省份数

字经济发展总体规模大,拥有较高的入度和出度,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 宁夏、青海、新疆、海南等地区数字

经济发展落后,入度和出度均较低,处于网络中的边缘位置。 其中,新疆、宁夏仍处于孤立点位置,与其余省

份均未表现出强关联关系。 接近中心度反映节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 出度较高的省份出接近中心度

表 4　 2021 年数字经济网络节点中心度

省份 出度 入度 出接近中心度 入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广东 18 8 53 81 78. 709
江苏 17 12 52 76 52. 933
山东 17 13 52 73 107. 066
河南 14 15 58 73 52. 645
湖南 12 12 59 75 71. 162
河北 11 14 62 72 65. 607
湖北 11 13 60 75 16. 451
浙江 11 10 62 79 4. 544
安徽 10 12 65 76 7. 932
上海 10 5 65 88 0. 000
北京 9 5 67 87 1. 589
江西 8 10 65 79 1. 363
陕西 8 8 64 78 64. 191
四川 8 6 67 84 28. 974
福建 7 9 67 80 0. 718
天津 7 6 69 84 5. 423
辽宁 5 7 72 84 94. 000
山西 4 8 74 81 4. 797
重庆 4 5 75 87 51. 155
广西 3 2 77 96 2. 726
贵州 2 6 99 88 28. 015

黑龙江 2 2 97 106 0. 000
吉林 2 2 97 106 0. 000

内蒙古 2 6 87 87 0. 000
甘肃 1 2 197 94 25. 000
云南 1 3 125 93 0. 000
海南 0 2 203 98 0. 000
宁夏 0 0 203 203 0. 000
青海 0 1 203 113 0. 000
新疆 0 0 203 203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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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块模型接收关系

板块
接收关系数

板块一 板块二 板块三 板块四

板块
成员数

板块一 97 26 12 0 11
板块二 17 24 3 2 7
板块三 5 2 8 1 7
板块四 0 2 1 2 5

表 6　 块模型内外关系分析

期望内部
关系比(%)

实际内部
关系比(%)

板块外溢出
关系数

板块外接收
关系数

板块功能

35. 714 71. 852 38 22 净溢出板块

21. 429 52. 174 22 30 净收益板块

21. 429 50. 000 8 16 净收益板块

14. 286 40. 000 3 3 双向溢出板块

表 7　 像矩阵

板块 板块一 板块二 板块三 板块四

板块一 1 1 0 0
板块二 1 1 0 0
板块三 0 0 0 0
板块四 0 0 0 0

大多低于入接近中心度,说明其主要表现为溢出关系,在网络中占主导地位。 出度较低的省份出接近中心

度大多高于入接近中心度,主要表现为接收关系,在网络中占弱势地位。 山东、辽宁、广东、湖南、河北、陕西

拥有最高的中间中心度。 这些省份地理位置优越,不仅自身数字经济表现出极强的外溢性,同时在网络中

也承担了桥梁作用,增强了周边地区之间的联系。 山东、广东、河北处于网络中心位置,辽宁是东北地区数

字经济枢纽,湖南承担连接中东西部地区的作用,陕西处在西北地区与网络中心联系的关键地位。
3. 块模型分析

基于 CONCOR 算法,集中标准设为 0. 2,最大分割

深度设为 2,将全国各省份划分为以下 4 个板块①。 块

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板块内关系数为

131,板块外关系数为 71,表明各板块间关联不充分,溢
出效应不够明显。 各板块实际内部关系比均远高于期

望内部关系比,省份间关联关系主要发生在板块内部,
板块间关联较少。 这说明中国数字经济网络区域特征

明显,但区域间联系不够紧密,仍存在一定壁垒。 其中

板块一关系数最多,是数字经济网络最为发达的地区,
且板块外溢出关系数远大于板块外接收关系数,属于

净溢出板块。 板块二数字经济网络较为发达,板块外

溢出关系数小于板块外接收关系数,属于净收益板块。
板块三板块外溢出关系数远小于板块外接收关系数,
同样属于净收益板块,但其网络发展程度远小于板块

二。 板块四内部关系数和外部关系数都很少,是网络

最不发达的地区,处于网络边缘位置。
基于板块间关联密度和网络平均密度构建数字经

济网络像矩阵,关联密度大于网络平均密度记为 1,否
则记为 0。 像矩阵结果如表 7 所示。 仅板块一、板块二

内部及其相互关联密度大于网络平均密度,说明板块一、板块二数字经济网络发展较好,板块三、板块四内

部外部关系均低于网络平均水平,网络发展滞后。 这说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差异较大。
(二)数字经济网络对碳排放强度影响

1. 数字经济网络的直接效应

首先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②,2011—2021 年碳排放强度和数字经济网络发展水平的莫兰指数( Moran􀆳s
 

I)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认为碳排放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应该使用空间计量模型。 基

于最小二乘估计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 使用数字经济网络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时 LM
 

error、LM
 

lag 检验

结果分别为 30. 594、9. 350,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认为存在空间滞后项和空间误差项,初步考虑使用

空间杜宾模型。 针对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的 LR 检验结果分别为 18. 44、22. 67,分别在 5%、1%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认为空间杜宾模型不会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即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形

式。 在使用数字经济网络地位作为解释变量时,LM
 

error、LM
 

lag 检验结果分别为 33. 528、8. 961,均在 1%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认为存在空间滞后项和空间误差项,但 Moran􀆳s
 

I 表明网络地位不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因
此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形式。 同时报告了不考虑空间关联的面板模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的回归结果显示,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性,使用两种解释变量回归时碳排放强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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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板块一成员有安徽、江苏、陕西、福建、广东、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山东;板块二成员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板
块三成员为宁夏、甘肃、青海、黑龙江、吉林、新疆;板块四成员为广西、贵州、四川、重庆、海南、云南。
限于篇幅未展示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间滞后项系数分别为 0. 251、0. 469,分别在 1%和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数字经济网络发展程度显著降低

了碳排放强度,这一结果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验证了假设 H1。 网络发展程度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

应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网络中同时存在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两者影响相反,前者能降低周边地区碳排

放,而后者增加周边地区碳排放。 而数字经济网络地位显著增加了碳排放强度,这一结果在 1%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说明网络地位低的省份承接了网络中心的省份的污染转移,这验证了假设 H2。

表 8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空间自相关模型

W. lncc 0. 251∗∗(0. 098) 0. 469∗∗∗(0. 119)
deg -0. 015∗∗∗(0. 005) -0. 014∗∗∗(0. 003)
ns 0. 025∗(0. 013) 0. 026∗∗∗(0. 005)

W. deg 0. 004(0. 009)
lambda -0. 306∗(0. 1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0 330 330 33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 数字经济网络影响的机制分析

以往研究对作用机制的分析多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44]提出的三步法检验步骤。 但根据江艇[45] 指出传

统的机制效应逐步检验分析方法会产生明显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使机制效应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本文参照

江艇[45] 建议的检验步骤进行机制分析。 一是,通过理论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的影

响;二是,通过回归检验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的影响,以此降低估计过程的偏误,从而克服原有

机制检验方法的缺陷。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经济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网络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当地经济发

展。 已有研究表明,当前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强度处于“脱钩”阶段,经济发展绿色化程度提升,降低碳排放强

度[46-48] 。 而网络地位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影响,这说明网络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由于竞争劣势受到一定程度

抑制,不利于当地碳减排。 能源强度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网络发展能够有效降低当地能源强度,而
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正向影响,即网络发展通过降低能源强度间接降低碳排放强度。 而网络地位对

能源强度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边缘地区承接了大量网络中心地区高污染产业转移,网络地位越低这一作用

越明显。 这一作用提高了当地能源强度,间接增加碳排放。

表 9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lnpgdp lnei lnpgdp lnei
lnpgdp
deg 0. 007∗∗∗(0. 001) -0. 009∗∗∗(0. 002)
ns -0. 004∗(0. 002) 0. 008∗∗∗(0. 003)

W. lncc 0. 706∗∗∗(0. 062) 0. 352∗∗∗(0. 100) 0. 268∗∗(0. 125) 0. 472∗∗∗(0. 102)
lambda 0. 579∗∗∗(0. 135) 0. 024(0. 1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0 330 330 33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三种方式检验结论稳健性。 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 分别使用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检

验结果稳健性。 二是更换权重矩阵。 分别使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是更换

模型形式。 考虑到省份可能迫于碳减排压力加快产业转型和数字化发展,为应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使用解释变量滞后 1 期重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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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10 和表 11 所示。 在使用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时,数字经济网络发展程度

和网络地位对碳排放影响仍然显著,且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尽管空间自相关系数变得不显著,但使用非

空间模型结果与空间计量模型结果一致,稳健性检验结果仍具有可信度。 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后,数字经

济网络发展程度及数字经济网络地位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依然稳定,说明结论具备一定稳健性。 使用滞后 1
期作为工具变量时,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均显著拒绝原假设,即
认为不存在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问题。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说明内生性问题得到较好

控制。

表 10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人均碳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deg -0. 003∗∗∗(0. 001) -0. 014∗∗∗(0. 004)
ns 0. 005∗∗∗(0. 001) 0. 029∗∗∗(0. 006)

W. lncc 0. 050(0. 114) 0. 344∗∗∗(0. 130) -0. 137(0. 116) 0. 061(0. 146)
lambda -0. 459∗∗∗(0. 172) -0. 229(0. 1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0 330 330 33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11　 稳健性检验———更换权重矩阵

变量 解释变量滞后 1 期
替换权重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deg -0. 024∗∗∗(0. 004) -0. 013∗∗∗(0. 003) -0. 013∗∗∗(0. 004)
ns 0. 028∗(0. 016) 0. 023∗∗∗(0. 006) 0. 021∗∗∗(0. 005)

W. lncc 0. 362∗∗∗(0. 081) 0. 487∗∗∗(0. 125) -0. 188∗(0. 097) -0. 812∗∗∗(0. 100)
lambda -0. 004(0. 185) 0. 850∗∗∗(0. 0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六、结论和政策与建议

本文将数字经济网络引入研究框架,分析了数字经济网络发展水平和网络地位对碳排放强度的直接效

应和作用机制。 基于 2011—2021 年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数字经济网络,结
合空间杜宾模型对理论进行检验。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2011—2021 年数字经济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平稳增长,但仍

表现为区域性集聚,区域间联系不够紧密。 整体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仍不够充分,2021 年网络密度仅为

0. 234。 广东、江苏、山东等处于数字经济网络中心地位,新疆、宁夏等处于网络边缘地位。 基于网络关系可

将网络分为 4 个内部联系较为密切的板块,其中板块一是数字经济网络最为发达的地区;板块二、板块三板

块外溢出关系数远小于板块外接收关系数,属于净收益板块;板块四是网络最不发达的地区,处于网络边缘

位置。
第二,数字经济网络发展程度对碳排放强度具有负向的直接影响,省份在网络中的连接数越多,网络发

展程度越高,越处于网络中心位置,越能通过资源流动、技术共享促进碳减排。 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省份形

成数字经济集聚,促进了相关产业在区域内集中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更大程度促进碳减排。 同时,数字经济

网络发展能提升通过降低能源强度和促进经济发展两个渠道间接降低碳排放强度。
第三,数字经济网络地位能显著影响碳排放强度,边缘地区碳减排效应弱于中心地区。 数字经济强外

溢性使得外围地区竞争力进一步弱化,承接中心地区碳排转移。 区域间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存在竞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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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中心省份可以不断地从边缘省份获取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将被取代的产业转移

到边缘省份,导致边缘地区碳减排效应弱于中心省份。 这一作用同时通过提高能源强度和抑制经济发展两

个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强度。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在着力于数字经济总体规模提升的同时,需要提升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打破区域数字经

济发展壁垒,实现更大范围的数字经济网络连通。 利用数字经济强溢出性特点,以发达地区优势产业优势

技术支援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要从全局出发,树立系统观念,完善

相关支撑政策机制,提高要素、技术、人才等资源区域流动性,推动区域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打造完善的数字

经济关联网络。 同时,根据各省在数字经济网络中的差异化网络地位,因地制宜提出适合当地发展的碳减

排措施。 特别是对于新疆、宁夏等西部数字经济发展落后省份,要充分学习东部省份先进发展模式,加强与

东部中心省份联系的同时,加强区域范围内数字经济合作发展。
第二,数字经济网络发展为经济低碳绿色转型提供了良方。 应继续完善数字经济网络,推动数字经济

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绿色发展,跳出产能过度扩张陷阱。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数字化、智
能化和网络化水平,以此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网络促进碳减排的重要作用。 同时,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网络降

低能源强度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一减排渠道,以数字技术推动传统生产模式革新,利用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方式,推动整体产业绿色化转型,降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 同时,以数字经济发展为依托,强
化绿色技术的良性溢出效应,带动提升整体生产效率,形成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

第三,正确处理区域竞合关系,更多发挥数字经济网络溢出效应的减排作用。 在考虑数字经济网络结

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整体设计网络中各省份的减排工作。 对于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省份:一方面,要充分

利用数字经济集聚效应的优势,加快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辐射作

用,使资源合理配置,向周边省份转移。 对于网络中心周边的外围省份:一方面,应鼓励跨区域数字贸易,建
立数字经济联系,提高省份在网络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在控制排放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中心省份的产业转

型,并进行转型,以保持自身的发展势头。 对于处于网络孤立位置的省份,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立与中

心省份和周边省份的数字经济联系,利用区域技术和知识示范带动全区域全行业绿色化程度共同提升,构
建联合控排机制,实现区域联合减排,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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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in
 

each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build
 

an
 

inter
 

provincial
 

digital
 

economy
 

network,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conomy
 

network
 

was
 

analyzed,
  

and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and
 

digital
 

economy
 

network
 

status
 

on
 

spatial
 

carbon
 

emissions
 

were
 

further
 

explored.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network
 

in
 

China
 

developed
 

rapidly,
  

Guangdong,
  

Jiangsu,
  

and
 

Shandong
 

occupy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networ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iffusion
 

from
 

the
 

center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en
 

to
 

the
 

periphery.
   

The
 

digital
 

economy
 

network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carbon
 

emission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digital
 

economy
 

network,
  

the
 

more
 

conducive
 

it
 

is
 

to
 

promoting
 

carbon
 

reduction,
  

while
 

the
 

lower
 

the
 

statu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network,
  

the
 

less
 

conducive
 

it
 

is
 

to
 

promoting
 

carbon
 

redu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intensity
 

are
 

important
 

indirec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network
 

affects
 

carbon
 

emissions.
   

Therefore,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by
 

means
 

of
 

the
 

measures
 

like
 

information
 

sharing,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network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hould
 

be
 

leveraged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carbon
 

reduction.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network;
  

space
 

carbon
 

emiss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patial
 

Durbin
 

model

27

技术经济 第 44 卷　 第 10 期


